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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繼1965年頒布災難防救相關法制規範後，歷經1995、2000、2002及2008的法制與組織調整歷程，我國於2009年再次修法，並於內政部成立災難防救專責機關，以上變革壓力來自於莫拉克風災期間，無論是政府決策、府際溝通、救災動員與緊急安置等面向都出現機制失靈的問題。
基此，本文藉重長期參與災難防救實務的專家學者經驗，分析我國災難防救體系之運作現況與問題。運用文獻分析與深度訪談成果，聚焦於探討災難管理機制失靈的關鍵因素為何？經由理論與相關文獻之歸納所得，發現宜從災難管理機制的組織面、資訊面、協調面著手評估災難管理機制的運作成效，亦是相關機制變革的參考基礎。
本文歸納跨部門治理概念的相關主張，用以檢視與重構相關災害管理機制的運作現況、變革與問題，並提出跨部門合作為基礎的協力機制及具體組織設計構想，廣納政府、企業、非營利等部門的災難防救能量與優勢，以發揮制度設計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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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就災難管理機制而言，我國於1965年即制定災難防救的相關行政機制，復於1995年成立內政部消防署賦予其災難防救等職責，2000年公布實施「災難防救法」，並經2002年及2008年2度修正建構了以「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建」為主軸的災難防救法制體系。然而2009年莫拉克風災的發生，從中央政府的決策與回應、中央與地方溝通機制與對話，乃至救災動員與緊急安置等，似尚未發生應有之功能。此外綜觀國內外相關個案，卡崔納颶風之災難管理機制似亦力有未逮，南亞海嘯卻又展現出其國際救援之功；至於發生在我國之九二一地震災難管理機制，則有正面之評價，反而，莫拉克風災卻為何又無法發揮成效，其間之關鍵因素，當可從災難管理機制之組織設計、救災歷程涉及之公民參與、重建歷程所涉之公私協力等跨部門治理之內涵，加以探究，亦可從而顯示出，災難管理機制運作之成效，實與跨部門治理之良窳，二者息息相關。本文歸納跨部門治理概念的相關主張，用以檢視與重構相關災難管理機制的運作現況、變革與問題，並提出跨部門合作為基礎的協力機制及具體組織設計構想，廣納政府、企業、非營利等部門的災難防救能量與優勢，以發揮制度設計的期待。
貳、跨部門治理的理論基礎與實務運作
　　跨部門治理理論關注於公民參與和公、私部門之間合作互動之內涵，強調的是各部門之間的夥伴協力關係與途徑，跨部門治理若在政府、企業，以及第三部門等不同範疇中的體現，也都略有不同。以政府為論述主體的跨部門治理角度來說，政府改造首要重於體現公私協力之精義，即政府欲透過制度化設計，積極促進公部門、私部門，以及第三部門之間的治理互動工作。對於企業部門來說，跨部門治理早期大多意指合夥或契約的關係，但隨著全球對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CSR）理論與實踐的重視，國內亦開始注重透過該理念，來強調企業在跨部門治理的企業公民角色。跨部門治理在第三部門場域之影響，變革可說是十分明顯，政府在輸送公共服務時，在本身職責之基礎上，應引進企業力量與非營利組織之參與，方能為跨部門治理清楚描繪了治理角色與法制議題。本文主要以跨部門治理的觀點檢驗我國災難管理機制的現況與問題，基此，本節主要探討跨部門治理的理論基礎與實務運用。
1、 組織間協力（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理論
「公私協力」是近年來政府積極提昇治理能力、改善治理效能的一種主流思維。其所強調者乃是一種相互認同的目標，此目標是建立在不同行動者間（政府、營利部門與第三部門）「協力夥伴」（collaborative partnerships）的動態「互動」關係。這種互動關係的產生主要是來自於具有互賴關係的一群人，基於共同利益、共同問題、共同需要而逐漸產生了共同意識，並且凝結成一股強大的力量，促成了集體的行動，其所凸顯的是以「夥伴文化」（partnership culture）為基礎的協力互動關係，有別於一般以「契約文化」（contract culture）為基礎的委外關係與利益結合。（李宗勳，2004：1-3）。
然而，形成公私協力治理的因素相當多元，在新的社會形態下，面對層出不窮的問題，為能有效回應各種情境並讓解決方案具備正當性，政府必須與民間企業或非營利組織等單位合作，廣泛納入公民的協力參與，棘手複雜的公共議題方能獲得妥善處理。在當前動態的網絡社會裡，公共議題常常是由多元的利害關係人、政府組織與民間團體共同參與決策，在民主政治的授能參與之下，要如何異中求同，取得共識以解決政策問題，這些都必須仰賴對話式的協力決策過程，因此平等協商的公私協力夥伴關係就變得相當重要。
所謂協力合作或合作管理的優勢即是由涉及共同目標的多重組織，在組際間創造健全與良性的互動關係，藉以形成協力夥伴(collaborative partnership)與相互依賴的關係，俾增進政府公共服務的職能，尤以，近來中央與地方政府間彼此也逐漸突破既有界限，而形成一股建立協力夥伴關係的趨勢風潮。 就在這種共同文化、共同命運與共同目標的牽引下，協力夥伴的基本精神包括共同參與（cooperation）、共同出力（collaboration）、協調融合（co-ordination）、共同安排（co-arrangement）等「共同治理」（co-governance）的協力夥伴關係（李宗勳，2004：44-47；Kooiman,2003:1-10）。
良好的協力治理須仰賴公部門與私部門的良性互動，公部門與第三部門的夥伴關係更是不可或缺。在多元社會裡，政府和第三部門之間存在著各種動態的複雜關係。從政策工具角度來看，對民間補貼已是民主政府推動政策的重要手段。由於第三部門的活動較具有公益性，而以其運作的彈性和參與者的志願性，往往可以較政府官僚體系更具效率，特別是在藝文、文化事務層面尤其適合。擴大這類制度性補貼，將可使第三部門在國家總體資源中佔有較高的比率；亦即調整國家的再分配模式，使自主性的民間公共部門更為擴大而健全，擔負更廣泛的公共功能。唯這樣的互動過程中，第三部門能否維持其「自主性」，也開始受到各界關注。若從治理的類型來分析，公私協力夥伴關係雖然強調兩造關係平等、利益共享、責任分擔，但其本質仍是一種市場治理模式。若要真正發揮它的效能，關鍵仍在於我們是否對這項新治理工具的功能與限制，有了十足的把握與認知，對於其衍生而來的新問題是否有能力迎刃而解。畢竟，政府的角色在於維護公共利益，採行公私協力治理模式是運用工具而非被工具所使用。
　　當前強調公共參與概念，可被定位於治理之範疇，其源於現代國家轉型的結果。現存大量的文獻描繪國家與多層次治理（Rhodes, 1997; Pierre and Peters, 2000）。複雜社會問題－例如社會排斥，健康議題與社區再生的不平等－排除傳統藉由層級工具控制的統治途徑，當社會分化的成長造成更多治理的困難。Kooiman（1999）認為，在這樣的社會沒有政府能夠決定社會的發展。國家的角色轉變從藉由直接控制的「統治」形式（層級制度的統治），到「治理」，國家必須與網絡上各種各樣的大量行動者合作，並跨越公部門、私部門和志願部門，且橫跨不同層次的政策制定。由此觀點可以發現跨部門協力合作，已成為當前跨部門治理的重要內涵之一。
2、 衝突理論

關於歐美學界涉及組織衝突的研究相當豐富，組織內外乃至組際之衝突一直被視為重要的現象，故而學界進行不少深入的探討。大體而言，西方組織內衝突研究的主要關懷點在於衝突原因、衝突類型、衝突過程、和衝突解決等四方面。相關研究成果不僅有助於組織內或組際現象的瞭解，並且對於相關管理理論及組織行為之實務等均具有啟發意涵。不同的學科對於衝突的定義或有不同的看法，而各個領域的學者亦根據個人之研究需要來界定衝突。因此，在組織研究中，不同學科背景的學者對於組織內或組際衝突也就各有不同的定義。
從衝突的本質於組織的關係來看，組織內外關係所遭遇的衝突與不確定情境，繼而嘗試運用權力或影響力化解，成為一種必然的現象，此即所謂組織的政治現象（吳瓊恩；2006:309），學者或以組織政治學稱之。關於組織政治學的定義，依學者Pfeffer的觀點（1981：70），組織政治學即當組織面臨不確定或不一致的抉擇時，去爭取、發展，並使用權力與其他資源以獲得自己所偏好的結果的有關活動之研究。此外學者Morgan於1986年《組織意象》（Images of Organization）一書，藉由不同隱喻（metaphors）來指涉組織的不同面貌，為組織的多元性提供清晰的理解。其中組織是「政治體系」（political systems）的隱喻，即係指組織是一個利益、衝突與權力的競技場，存在各種權力的相互角力、鬥爭。鄭弘岳（2003：68-70）則依據學界關於組（際）衝突之研究歸納未來之趨勢如下：1.肯定衝突的正功能；2.衝突的動態性；3.衝突的網絡分析；4.衝突的跨文化比較。
至於組織內之衝突，相關研究通常聚焦於專業人員與行政人員的衝突，為了調適上述權威結構的衝突，組織依序採用了「一元體系論」（single hierarchy）、「二元體系論」（dual hierarchy）、「三元體系論」（triple hierarchy）等組織原理，所謂一元體系論：主要以Max Weber的官僚體制為代表，在其單一體系之下，形成專業文化與官僚文化，而兩者的衝突，不僅造成專業的浪費，同時對行政領導造成幾點不良後果。至於二元體系論則是為了矯正一元體系論之衝突，在行政層級之外，另增設一個與之同行的專業層級，是為二元體系，目前多應用於專業性組織。而三元體系論：取材Rensis Likert的「銜接理論」（linking pin），以及Paul Lawrence & Jay W. Lorsch的「整合角色論」（integrators），在管理職位、專業職位之間，增設協調職位，扮演整合的角色，用以結合專業與行政體系分立後的優點，但在實務仍較缺乏應用。
基此，進行跨部門治理時，部門與政策網絡中組織互動的機會大增，而各個部門與組織的目標與利益皆不相同，因此部門與組織之間產生衝突是難以避免的情況，因此從衝突理論探討跨部門治理中組織間的衝突產生的原因，與化解衝突的策略與方法是重要的，對於組織衝突有良好應對與解決策略，方能提高跨部門治理的成效。
3、 跨部門治理與災難管理機制
　　跨部門治理實務上的成因，包括政府公信力及公能力為民眾所質疑，以及協力治理議題之複雜性與多面性等因素，Vigoda-Gadot（2003: 10）曾以英、美等國的研究為例，指出在七○～八○年代之間，民眾對政府及行政系統的信任度大幅下降，並質疑公共規劃根本無法與社會及市場力量相競爭（轉引自陳秋政，2008）。Frederickson（1999: 702-703）以犯罪問題、酸雨問題、水源污染問題為例，指出國家對於複雜社會問題與經濟議題的處理能力日漸薄弱，無法獨立解決前述議題。跨部門治理議題皆具有多面向性，所以無法由任何單一層級政府、或既存組織獨立解決，也不可避免地涉入許多機關與組織，且必須以長期計畫、跨機關合作及夥伴關係，尋求新的決策途徑（Leach & Percy-Smith, 2001:19, 186-187）。
　　近年來臺灣非營利組織的數量大幅增加，在相關福利財貨與服務供給上之角色日益受到肯定與重視。然而，由於非營利部門的特性使然，使其社會福利功能的發揮深受社會經濟條件的影響，尤其是其與政府的關係更是影響其功能發揮的重要因素。基於此，呂朝賢在〈非營利組織與政府的關係：以九二一賑災為例〉(2001)一文乃以九二一賑災為例，討論於災難救援中政府與非營利部門的關係，與未來的健康相處之道。研究結果指出，1、因非營利組織本身的規模、財源自主能力與使命的差異，使得兩者關係充滿著雜揉性。2、這些關係型態主要有三：以互補為主的關係、以互補與契約並重的關係、以補充為主的關係。未來在因應相似的天然災害重建中，應秉持溝通、分享、整合與聯合行動等四原則，互相合作，如此才能有助益於重建之工作。
　　一般而言，在跨部門治理的概念中，其實並沒有人能夠要求其他任何人按照特定形式行動，整體的協力行動執行完備，實需仰賴協調溝通的方式進行，即使協調的過程可能是曠日費時的，但也必須將之完成。以目前台灣災難管理機制的溝通協調過程而言，必須在過程中均能充分表達自身之意見與立場，並在災難臨變、防救的目標下進行業務與目標的折衝協調，方能使災難管理機制發揮最大效益。
參、災難管理運作機制
　　世界銀行在2005 年所出版《天然災害熱點：全球風險分析》（Natural Disaster Hotspots: A Global Risk Analysis）一文中，對全球各個國家的天然災害進行危機分析，我們的寶島-「台灣」，有地質（地震）及水文（洪水、颱風、土石流），在各項天然災害危機分析都是位居首位。近年來，風災水災也不曾缺席過，因此，政府與民間即將防災教育和災難管理列為首要的執行工作。以台灣而言，中央與地方政府往往為了救災工作，甚至是誰該負責，而疲於奔命，因此在應變措施上難免有不周之處，每當災難事件結束後，檢討聲浪則隨之而來。現今面對漸進的全球變遷，日益惡化的極端事件以及嚴峻的複合型災害層出不窮，綜合考量各種可能發生的災害，發展多元應變機制，成為政府專家當務之急的首要工作。未來將試圖建立嶄新的防救災思維，以貫徹複合性災難管理與應變策略。正因臺灣國土具有高度脆弱性，我們必須牢記慘痛天然災害之經驗，抱持著順應自然、親山樂水的認知態度，以減少天然災害可能帶來的衝擊。同時，應深入了解有關當局在面對重大天然災害時，所存在的應變缺失，尋找改善災害應變機制之原則與策略，以供各界探討審視。本節主要探討災難管理的運作機制與組織設計面向、資訊面與協調面的探討，並建立本文研究架構。
一、　災難管理機制的組織設計面向
　隨著組織結構的複雜程度與否，也會影響部門間、組際間的治理態樣，甚至，也會出現不同的協力形式，在較複雜的形式中，跨組織的交互關係則涵蓋了來自於每個不同組織的個別行動者。然而，組織結構的複雜性因素將會使跨部門間的組織成員產生不同的層次類型，因此，組織結構因素可能包含了組織成員的組成、層級節制，以及組織成員間的交互關係等因素，在本研究中，組織因素將被視為影響跨部門治理下，災難管理機制的重要影響要素之一。
   章光明（2010）等人指出，台灣的災難防救體系，由無正式法令到災難防救法的頒布；行政體制也因應社會變遷，由原先的中央統一指揮，演變到符合地方自治的三級制，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面對災害應變時，所採取之應變措施應是以主動積極的對策，進行災難防救的計畫作業。臺灣因地理環境特殊，因而經常導致災害頻仍，近年來，在全球氣候變遷影響下，災難更是變本加厲，無情地肆虐台灣。然而，歐美先進國家也開始亟思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影響與衝擊，並擬訂調適策略，包括國土規劃、產業結構調整、環境改善及加強基礎建設等各項措施，以提升國家整體抗災能力，朝向永續發展邁進。
　　在「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之框架下，有研究者開始設想台灣災難管理體系的變革分析，熊光華等人（2010）先說明美、日災害的防救體系變革，進而從台灣的災難防救體系現況及問題＋加以探討與歸納，並據以提出未來具體策略性思考方向。其認為台灣災難防救體系之發展，大致可區分為「防救天然災害及善後處理辦法時期」、「災難防救方案時期」、「災難防救法時期」及「災難防救法修正時期」等四階段，每個階段總是在經歷著重大災害侵襲後轉變。接續則針對階段發展歷程及台灣現行災難防救體系進行分析，最後並提出台灣災難防救體系之變革契機與思考策略。
　　在《整合性災難防救體系架構之探討》（馬士元，2001）一文中，以兩個層次來探討災難管理機制，其一為災難本質的分析；其二為災難管理機制的分析。文中指出「災難管理機制」的理念架構，來自於該機制本身具有環境管理、災變管理與福利管理等三大傳統。因此該研究認為，欲建立整合性災難防救的核心架構，即必須處理兩個層次的整合，也就是同時考量自身與其他專業領域之間的關係，並且尚須思考環境管理、災變管理、福利管理等面向與自身的關係。另一方面，政府亦可將救災業務放入社區基層做起(例如納入社區巡守隊，以加強社區守望相助與社區自救能力)俾使地方能於平時培養救災能力，於災難時得以自保。張中勇於《災難防救與我國國土安全管理機制之策進--兼論國軍在災防應變之角色》（2009）文中提到所謂全災難管理，其係指每一件災難管理方式，以包含減災、整備、應變、復原重建等四階段做為一個災難管理循環，使每一個災難管理階段環環相扣。亦有論者指出，全災難管理應由政府將「全災害」、「政府一體」及「公私合作」觀念植入災難管理機制中，藉由該觀念來整建跨部門、常設性或制度性的緊急管理機制，以期能有效率結合國家資源，共同因應挑戰。
    以組織面向而言，有時候跨部門的治理情境所涵蓋的個別行動者，若能夠清楚的闡述組織的目標以及獲得它們的支持和資源並得以利用，這樣的組織成員是最能深得組織信任的類型。在某些情況中，組織的運作與個別行動者的參與能力是有相當重要的關係，而且相關程度是與整個組織有關，並非只是個人而已。此外，在組織成員之間的人際關係也經常扮演重要的角色，人際關係良好可能能使其獲得更多參與的管道。實際上，以災難管理之觀點而言，有些組織成員所擔任的角色與任務，是身處於一些中央機關的次要層級，意即它是扮演中央機關災難管理組織底下的分支，若相較於地方性災難管理組織的成員，以跨部門的協力目標執行而言，一個屬於地方性的災難管理組織成員，通常會比位居中央機關的角色，在某些地區性災難防救計畫中的協力角色扮演上，表現得更為出色。
二、災難管理機制的資訊面向
　　所謂的「資訊」是指組織擁有的內部或外部訊息，或者可以直接控制和運用的各種要素，以跨部門治理而言，這些要素既是協力運作和發展所必需的，又是通過協力行動的配置整合，能夠發揮協力的綜效（synergy），為組織及其協力成員帶來利益的。而資訊也是跨部門治理情境中決策、效率評價、協調和考核的基本依據。
    在《建立政府災難管理職能：社會資本論分析》(廖坤榮，2002)一文中，提出了社會資本的概念，強調透過社會網絡動員各項資源，方能得到最佳的效果。由於災難發生後的應變與管理是一項相當複雜且特殊的公共服務回應，就「治理理論」看來，政府官僚應揚棄過去的政府主導與支配的公共行政模式而進入所謂「治理典範」的模型，也就是與公民社會合作，形成夥伴關係，如此方能提升政府的災難管理職能。社會資本論指出，民間擁有無窮盡的資源，尤其是第三部門所能貢獻的人力、物資、人道關懷以及捐獻等皆是公共組織最為缺乏的項目，政府必須建立妥善的制度，正確且適當的運用以及開拓這些存在於第三部門的社會資源，如此一來，對於強化政府本身的職能將有莫大的助益。
    柯孝勳等人(2009)則於《地方政府「地區災難防救計畫」之強化機制》之研究中，期藉由各地學術團隊所組成之協力機構，整合運用當前各界既有之各項科技研究成果，以協助地方政府了解當地災害特性、潛在之問題與檢討評估防災救援上之重點。該研究指出目前「地區災難防救計畫」未能進行災害境況之推演與設定、各相關配套計畫間也無法有效連結；此外，未整合防救災相關業務之各局處室共同參與研擬，致使往往無法於災害救援中發揮最大的功效。另一方面，承辦人員之專業職能尚顯不足亦是需要改善的重點之一，因此培養地方政府適當之素養與能力，並籌組地方政府之跨單位工作團隊皆是當前重要的努力方向，進而落實運用各項計畫工作成果，從事檢討修訂具體可行之地區災難防救計畫，以利逐步實踐各面向之災害減輕與防救工作，方可強化各地方之防救災作業能力。 

    另外，亦有921震災重建對政府災難防救職能的檢討，包括行政資源網路的建立、其他民團體資源的整合以及建立防救災決策支援系統等與充實資訊面相關的建議（劉世芳，1999；唐雲明，1999）。至於風災的部分，對於如何改善區域風災的防救工作，部分研究歸納應在災難防救法中明定跨縣市、跨區域的合作架構，建構整合性電子系統（例如：地理資訊系統）供作決策輔助基準，設置區域性危機管理機制（李長晏，2004：21-22）
    實際上，涉及跨部門治理關係的成員，會為了形成協力優勢的可能性，而將不同的資訊或資源予以整合。但是，不同的資訊可能是不同的組織目標下的產物，因此，雖然跨部門之個別行動者表面上會為了某特定共同目標而贊成一個廣泛的指令，至少在某種程度上他們願意參與行動，但他們每個人卻都有不同的參與理由。相較之下，資訊的一致性與流通性即十分重要，務必確保各行動者對於特定之共同目標，例如：災難管理議題上保有相同的資訊，進而對目標努力。
三、　災難管理機制的協調面向
　　良善的協調平台或溝通管道絕對是一項政策執行成效良窳的重要影響因素。不管是政府內部的溝通，上至高級文官，下至第一線官僚，或者是政府外部的對話，行政當局與非營利組織、平民黔首的雙向溝通都亟需順暢的溝通機制。而以災難管理機制來說，個別行動參與者之間的協調過程的實際建置與發揮成效，無疑是整個體系能發揮協力綜效的最大利基（niche）。然而，在面對大型災難之際，公民社會由下而上(bottom-up)的運作模式，確實有助於災難控制與救援。換言之，我國在面臨許多災變處理與重建之時，必須關注政府與民間之危機處理與互動關係的建立以及災難中危機處理的公私協力關係，著重在在危機狀態底下，地方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資源如何在人力、物資與資訊三方面有效的連結與整合。
    陳秋政、梁筑雅（2010）曾指出台灣八八風災狀況，部會府際之間協調失靈，媒體報導缺乏觀點僅關注追逐最新災情，溝通技術。伴隨著災情惡化程度趨緩，颶風災後重建之路也逐漸展開，此時非營利組織秉持跨部門協力理念大量投入重建工作。由於災後大環境具備動盪、部門失靈或孤立失援的條件，另外在過程及治理結構方面都是正式與非正式並存的現象，同時許多新生的非正式部門成員，基於社會性與自助動機也都持續投入，這個現象被Bryson、Crosby 與Stone（2006:45）等學者認為是「跨部門協力」的一種擴張架構（an expanded framework for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s），此外，該研究還提到了八八風災較為民眾所詬病的部分，也就是資源的分配正義與效率，無論是「物資與捐款、醫療資源、補助方案作業」各方面，政府整體的回應能力在初期的表現遠不及企業組織或非營利組織，例如救助金、慰問金、生活賑助金的發放。這再次顯示政府對危機或重大災難的回應，缺乏一套簡易行政程序作為與經驗。
   一般而言，在跨部門治理的概念中，其實並沒有人能夠要求其他任何人按照特定形式行動，整體的協力行動執行完備完全須仰賴協調溝通的方式進行，即使協調的過程可能是一項費日曠時的任務，但也必須將之完成。以目前台灣災難管理機制的溝通協調過程而言，各單位必須在過程中均能充分表達自身之意見與立場，並在災難臨變、防救的目標下進行業務與目標的折衝協調，方能使災難管理機制滲出效能。
4、 研究架構
本文研究架構（請見圖1）主要著重在台灣在災難管理機制之組織設計、資訊流通與溝通協調，以及災難管理過程所涉及之跨部門治理內涵，本研究架構主要是以組織設計與跨部門治理之理論概念，作為檢視、探究台灣災難管理機制運作的兩大構面，同時，本文透過相關理論文獻與本土案例系絡所發展出之研究架構，聚焦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之上，分別針對災難管理機制運作過程所產生之機制現況與問題進行分析。
    爰此，本研究架構是以我國災難管理機制之檢視與重構為核心議題，並以跨部門治理理論為觀點，進行相關理論與實務之檢証與組織設計，經由此架構來探析我國災難管理機制的運作現況與問題。


圖1：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
肆、研究分析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關注我國災難管理機制之現況，並以跨部門治理與組織設計的觀點進行相關理論與實務之檢証，繼而重構具效能性之災難管理機制，以發揮該機制之實際功用。
    本研究主要採取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獻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兩種，分述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
    本文將蒐集與「跨部門治理」、「協力治理」、「組織設計」相關之國內外期刊、專書、碩博士論文與研究報告，以瞭解其相關理論與背景，予以整理。再者，針對「台灣災難管理機制」的相關文獻進行分析，蒐集來源包括政府出版品：如政府治理報告、治理實施計畫等，以及報章雜誌或網際網路是有關台灣災難管理機制之相關資訊等。藉此對理論的脈絡以及個案的資訊更加了解，進而加以整合為本文分析之理論基礎，並藉以做為訪談問題之基礎。
（二）深度訪談法
    在深入訪談的類型上是以半開放性的方式進行，而在訪談對象的選擇方面則以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的方式， 再加上滾雪球（snow-balling）方法藉以增加訪談對象。在進行訪談對象的選取後，本文亦參酌台灣災難管理機制之相關資訊的實施計畫、統計資料和相關出版品等官方資料外，也加上其他跨部門治理之學術著作與非官方資料，最後研擬出訪談題綱，針對受訪對象進行個別訪談。
    本研究使用MAXQDA質性分析軟體分析訪談所蒐集之資訊，利用MAXQDA 軟體之譯碼系統建立譯碼與次級譯碼。主要從本研究的分析架構以及個案訪談內容中，歸納出組織、資訊、協調三大構面，再分別從公部門之問題、民間部門之問題以及跨部門治理問題等三種觀點進行分析，探討目前的問題點以及可能的解決辦法。而至於本研究之受訪對象包括政府部門、非政府部門，以及專家學者等三類，以下表一呈現：
表一 深度訪談對象一覽表
	訪談類別
	訪談對象
	訪談代碼
	訪談日期

	政府單位
	行政院災難防救辦公室組長
	A
	2011年10月24日

	
	台北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科長
	B
	2011年11月10日

	非政府單位
	紅十字會處長
	C
	2011年10月24日

	專家學者
	中央警察大學教授
	D
	2011年11月1日

	
	台灣大學教授
	E
	2011年10月25日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二、研究分析
    台灣國土也曾因為天然災害可能帶來的衝擊而發生慘痛天然災害之經驗，因此，有關當局在面對重大天然災害時，應深入了解所存在的應變缺失，尋找改善災害應變機制之原則與策略，以供各界探討審視。本研究的研究架構主要是以跨部門治理觀點下之台灣災難管理的問題建構，以及災難管理對策之研擬作為基礎，本研究以下段落將劃分為組織面向、資訊面向，以及協調面向等三項構面進行分析，而此三種面向均代表台灣災難管理在跨部門治理過程的運作系絡中，關鍵性的影響因素。以下分述之：
（一）組織面
1.公部門的問題
    結構複雜性將會使協力的組織成員產生不同的層次類型(Huxham & Vangen, 2000)。而有時候協力關係所涵蓋的個別行動者，如能清楚闡述組織的目標與適切地運用資源，這樣的組織結構將能把協力的綜效予以發揮。
    此外，在協力治理的多樣性構面中，鑲嵌在組織或是專業團體上的專業語言以及各自所擁有的組織文化，通常也會出現差異。例如不同的組織可能在組成的授權和公平性等面向上，早已有不同的價值鑲嵌在他們的語言和文化上。就因如此，一些重大的誤解也可能會因為不同的專業語言和價值與不同專業工作之間的結合而產生。通常來自於不同專業領域的人們都會將不同的含義轉換成自己熟悉的措詞進而解讀，而實踐者則經常會在不知情狀態下引用像這類型的誤解實例(Huxham ＆ Vangen, 1996)。而就政府機關的層級結構與不同的組織文化來說，當中也對災難管理過程產生影響，如同受訪者A與受訪者B所談到。
相對的，以鄉鎮層級來說，大家抱怨最多就是人不足嘛，沒有人，雖然你賦予了他很大的責任，但你沒有給他人，每個人都在兼辦兼辦。（B，90）
因為災防辦這個名詞依照很多組織章程是會受到限制的，就是任務編組，已經註定只有任務編組的型態了，因為我覺得中央的期待是希望各地方有一個專責單位，所以才成立災防辦，但是這個名詞就已經限制了這個組織型態是任務編組了，那任務編組走的路一定就是借調了，它會受限於人員的進用，和升遷的問題，你的長久性是不夠健全的。（B，94）
如果說從另外一派的想法來檢視目前的災難防救機制其實是很有問題，因為目前他覺得災防辦是沒有執行能力的，…所以他們覺得中央機制很弱，中央沒有力量也沒有錢，因為沒有錢就沒有力量，有些人是這樣講。（A，25）
    此外，亦有瞭解災難管理體系的受訪學者專家D提出相關的觀點：
那另外就是消防署和災防辦，這之間的角色衝突，目前還看不出來是1+1大於2還是等於2，說不定小於1。災防辦應該要有更高的視野，跨部會執行，但是現在又把他縮編，當初是說25個公務員有9個D任官，25個約聘人員，然後由各部會出50個缺，但是現在是各單位派出考績乙等或是最差的，但是你說防災要有多高的視野？（D，17）
    因此，包含執行人員的兼辦性質、組織的任務編組導向以及災難管理機關間的角色衝突等，都構成目前整個災難管理體系的運作問題。然而，有鑑於災難管理問題的產生，業務所屬機關也開始研擬相關的修正方案或補救措施，甚至也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如受訪者A與受訪者B所說。
    中央委員會應該是一個扮演以後執行的角色，就可以跨部會來做協調（B，84）
    那像東京的話，他們是有一個總合防災部，在東京裡面，它就是專門做災難防救的，其實就類似我們的災難防救中心，它就是跨單位的，...他們的單位就是要告知是優秀的人才才能到災防辦來，災防辦只要待多久，就可以到哪個職務?這或許是值得我們參考的，因為這個單位是需要協調整合的，他要瞭解本質才行。（B，94）
有時候你跨一個部門，你會不曉得他的know-how，所以我們辦公室主要操作兩個東西，一個叫做會報，一個是委員會，會報是院長主持，委員會是副院長，我們不但透過會議的方式，還有兩個方式，一個是協調，第二個就是你去追蹤他，大概是用這種方式去操作。（A，15）
    綜上觀之，運用跨部門治理的觀點所衍生的價值就是在了解現代治理原理的基本元素，也希冀能對於台灣的災難管理運作過程產生啟示與功效。由訪談資料顯示，受訪者多認為災難管理運作問題應該夠過多元參與與協調進而解決，此說法與學者Vigoda（2002, 537-538）所提出之概念相互契合，Vigoda認為下一個世代的公共行政理當要跳脫出「回應」（responsiveness）的治理模式，進而邁向「協力」（collaboration）的治理模式。其認為回應幾乎是被動且單向的（unidirectional）反應民眾的要求，而協力是主動的、雙向的（bidirectional）的行動參與及涉入，並且集合兩個（包含以上）部門的力量相互合作。
2.民間部門的問題
    跨部門治理之視野多著重在公部門與營利組織、非營利組織之間，若予以再細分，則像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地方政府與地方政府間、中央、地方政府與非政府部門三者等，雙方或多方以協力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務與執行政策，其中，民間這部分所扮演之角色對於運作成效也帶有相當的影響。然而，就民間單位與政府單位在災難管理運作過程的互動關係之中，亦產生協力上的問題與解決策略，以下將分別探討之。首先，以民間在災難管理過程主要扮演的角色如受訪者C所言。
其實我們在救災的專業上面主要是從921以後才發展出來的，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點。在921之前，我們的角色是社會公益的團體，921之後才被定位成專業的救援團體，...在這之後才發展為結合政府共同處理災難的情勢。要當擁有專長、擁有視野、擁有認知才有辦法做好那個角色。（C，10）
    在以政府單位行動優先，非政府組織予以協助的災難管理運作過程中，官方的指揮運如與民間的後勤補給都相當重要，然而，有時也會產生雙方目標認知不一致，或者是彼此缺乏信任感的問題，如受訪者D則觀察到政府與民間在互動關上產生的障礙。
所以我們官員要去學習沒有權力但要怎麼去建構，這些官員到現在都還不太信他們，這些團體也不信官員，如果聽官員的話他們又沒有辦法去做，現在要把他們結合在一起，心態上和立場上，還有習慣上都不一樣，...那現在講這個東西也還是各有立場。（D，23）
    因此，當官方與民間針對協力關係的共同的目標，抑或願景產生疑慮時，若沒有一套管理的規則與機制，來規範行為者雙方互動關係的話，則必定要透過如法制的修正、多元協調的機制或是建立學習網絡等方式加以紓解或解決問題，關於此觀點，受訪者C與受訪者D亦表示其見解。
所以後來修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相關作業規定的時候，就有把我們納進去，也因此在每次災害的時候，我們紅十字會就可以在那裏鋪設據點，成為中華民國法定的救護單位。…所以那時候就慢慢形成說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在處理災害的時候，也會有紅十字會的協助。（C，6）
那另外一個慈濟和紅十字會世界展望會對這個東西都已經有一套系統，那這個系統有時候超過官員的認知，…這是我們要學習的。（D，23）
3.跨部門治理的問題
    災難管理的運作過程絕非單一行動者能夠克竟全功的D單任務，其牽涉到政治、經濟、社會福利、科學等多元的範疇，就如同 Huxham 與 Vangen (2000：772)的觀點，其認為協力所發揮的綜效是不可能只靠任何組織單獨行動所導致的。而如果卻乏跨部門治理或協力的能力時，就有可能會發生 Huxham 與 Vangen 所描述的詞彙－形成所謂「協力的惰性」（collaborative inertia），進而使得實際運作產出的效能遠低於預期所能達成的。爰此，以下將從整合性（integrative）的觀點先後針對跨部門治理觀點下之台灣災難管理的問題建構與對策研擬等兩面向加以闡述。
    首先，在問題建構方面，依據訪談資料顯示，組織面所呈現的整合性問題包括有內政部消防署轉化成災難防救署之業務劃分不易、地方政府設災難防救辦公室組織功能存疑、災難防救執行人員之心理歸屬等問題，如受訪者A、B以及E所說。
我是覺得消防署變成災防署有一點勉強，他的人基本上是打火兄弟，它們是Fire fighting，救火很內行，他們也常常參與水災的救援，但基本上我是覺得說火災還是很重要的一環，他們應該集中力量在消防那裏...。（E，33）
有時候是你屬於這個領域，但有時候是兼辦，因為災難防救絕對不是一個獨立的組織，他絕對是附在政府部門裏面去操作的，他是政府部門的一環，所以說對於災難防救的人員來說，...所以我覺得說外界也好，對於我們災難防救領域的同仁並沒有很高的正面肯定，...發生事情以後，都會有很高很高的責難，就會很灰心，會有想調單位的念頭。（A，21）
以中央跟地方的對應問題來說，因為中央現在有災防辦，所以要求地方也成立災防辦，因為這樣可以對應，好，那這樣窗口對窗口之後，但中央的災防辦跟消防署是分開的，可是地方的災防辦大部分都是消防單位，中央是分開的，地方是沒有分開的，...這樣一來，如果是採用災防辦的名詞，地方就受限了。（B，102）
    前述也曾經說過，災難管理課題所涉及的多元面向及複雜內涵，絕對無法以單一面向或因素蔽之，因此，深刻牽動災難管理機制的組織面問題，尚須透過組織協調或是組際整合之方式梳理問題形成背後的系絡，以此而言，整合性的解決方案正需要進一步研擬與落實。
像國土安全辦公室的督導官就政務委員，怎麼行政院災防辦是副署長，所以層級是低了點，然後國土辦跟災防辦未來其實要整合，國土安全本來就是涵蓋災難防救，所以這邊應該是要整合的。（B，88）
我的想法是其中的組成結構是很重要的，一定要納入不同領域的人員進入，不能只是進用消防的人員，它跟會報應該要結合在一起，才能成為實質執行的單位。（B，102）
整個政府應該要讓它的核心價值更清楚。所以就是要讓他有認同感，不會覺得做這個很辛苦想要調單位，...總之要讓他們有認同感，讓他們覺得做這一塊對民眾也好，有正面的力量，而不是說發生事情的時候就開始覺得很痛苦。（A，21）
    而受訪者D亦從領導與制度整合觀點提出相關建議。
這是研究者或是制度設計的人要站在兩個高點，一個是政務首長，一個是整合。然後所有的制度在制定的過程中，把各單位的責任寫下來，不是來吵架。（D，4）
    以災難管理之觀點而言，主要強調涵蓋跨區域的多元政府單位與行動者之共同參與，同時透過責任與支出的分享，使地方政府對於政策執行與資源運用的能力更具經濟效益。而對於區域內的企業團體或非營利組織等的非政府團體，都市網絡能夠克服疆界藩籬的侷限，鼓勵其他參與者的加入，進而形塑為災難管理區域治理的模式，然而，此種共同合作的治理過程即是Herrschel 與 Newman(2002: 135-139)談到所謂都市網絡概念的體現。實際上，以組織層面而言，有些組織成員所擔任的角色與任務，是身處於一些中央機關的次要層級，意即它是扮演中央機關災難管理組織底下的分支，若相較於地方性災難管理組織的成員，以跨部門的協力目標執行而言，一個屬於地方性的災難管理組織成員，通常會比位居中央機關的角色，在某些地區性災難防救計畫中的協力角色扮演上，角色當更顯重要，而表現得更為出色。
（二）資訊面
    以資訊面而言，跨部門治理之成員是否會將自我本身所擁有的資訊、概念與其他協力成員共享，同時，資訊的流通程度和對於專業資訊掌握程度的多寡也是衡量災難管理在跨部門治理過程的運作系絡中，一項不錯的判準方式。本研究將分別針對官方、民間以及整合性等三面向進行分析。
1.公部門的問題
    以災難管理機制運作下的政府業務單位而言，不管是中央與地方，或者是地方政府之間，災難管理課題所具備的多層次事務與跨部門議題，其所牽涉範圍廣泛，已無法單由一個部門或機構完成。因而，政府部門除了走向各級政府間的相互依賴與合作外，資訊分享與流動的暢通程度勢必左右災難管理下的跨部門協力結果。然而，就政府單位的資訊面來說，政府內部的資訊流通可謂快速且不於匱乏。
中央有的資訊也會傳給各縣市政府，所以之間的溝通是蠻密切的，每天的分析資料跟指示事項都會給各縣市，我們也會透過視訊做聯繫，溝通上是沒問題，剛也有講到的，當台北市的災情慘重，我們也是要透過中央來支援，這邊是沒問題的。（B，14）
    由此觀之，或許在政府外部的資訊透明度與接收度的部分才是後續應關注的面向之一。
2.民間部門的問題
    就民間部門在整個災難管理運作過程的角色而言，即使救災之主要責任仍由政府單位擔綱，但民間部門的力量與經驗亦不容小覷，受訪者C也談到非政府組織如何透過自身經驗之累積，強化其救災之能力建立。
汶川地震時，很多事情我們變的更積極、更能掌握很多事情，那在汶川震災之後，體會到一件事情，架構很多重建機制，這是很重要的，災難當時我們的救援隊、醫療隊都進去了，也把一些我們之前在之前累積的能量放到汶川震災中實施，…而在重建的過程當中，我們重新部屬各項專業人才，並且從中發現我們的缺口，經由不斷的討論操作，我們就努力去填補這些缺口。（C，15）
    上述也提到，政府單位的內部資訊流通程度呈現充足且迅速的狀態，但在外部的資訊透明程度與接受程度仍不夠明確，就官方與民間單位的資訊分享方面，已產生資訊不對稱的問題。受訪者C如是說。
其實我覺得災難裡面很重要的問題是資訊不流通，會產生物資人力不到位的情形。所以我覺得指揮這部分是不是有這麼大的能耐，就要靠軍方，其實當時的中央應變指揮所的能量很強，但是如果一移出來，他的能量就減少了，所以就要靠其他組織來加強。（C，22）
    至於在民間單位與民間單位之間的資訊互賴情況，此部分的資訊網絡相對是較為穩固的。受訪者C也提出相關的論點。
那麼在八八水災中看到一些問題，可以發現指揮管制權責是很重要的，…但是曾經發生遭遇重大災難的機會是一定有的，所以我們的連結必須非常清楚，那在紅十字會的運作感覺上最大的一個優勢是我們資訊獲得最快，我們資訊可以分享給其他的NGO，那目前與我們連絡關係最好的是慈濟，這方面是很好的。（C，22）
    因此，由前文觀之，雖然在台灣的災難管理運作過程中，政府內部的資訊流通十分迅速，讓府際的官方參與者幾乎都能同步接收訊息，但政府釋放給民間單位行動者的計劃資訊仍不夠透明與公開，造成民間單位似乎無法獲致其所欲瞭解的資訊，此意即官方與民間單位在資訊連繫的環節上產生問題，必須加以重視並尋求解決之道。
3.跨部門治理的問題
    當跨部門治理系統的整合程度越趨完善時，所發揮出的特點就是較少受到衝突和僵局的羈絆，並能廣泛地採取集體行動。檢閱跨部門治理或協力相關研究文獻後發現，跨部門治理的能力均十分重視廣泛鼓勵不同的聲音和利益，確保參與行動者能獲致資訊，並在治理過程中被授予適當的角色。換言之，若在治理過程中，多元行動者並未清楚地接收到共享的資訊或願景，對治理行動與治理結果都將有所耗損。以下則從資訊整合性的觀點來談災難管理運作過程的問題與對策。
一開始，在問題呈現方面，受訪者對於資訊整合的現行機制仍有所疑慮。
另外像是很多資訊的分享也要加強，像中央，地方單位如果有開發了系統，怎麼讓這些資訊做一個整合，然後去進行彼此分享是很重要的。那我想不同部門間的溝通，分享也都是要加強，如何把需要的資源整合在一起，需要的時候可以第一時間去取得。（B，64）
八八水災發生的時候，南部下大雨，所以衛星看不到，飛機沒辦法起飛去看，電話也斷掉，手機也斷掉，路也斷掉，所以裡面到底發生了多大災害不清楚，所以就像打仗一樣，假使這天災是我們面對的敵人的話，這個時候我們對災區情況不明，無法確實整合，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E，2）
    有鑑於此，在所謂救災視同作戰的前提之下，針對災前、災臨、災時以及災後等災難防救各階段建構一套資訊整合系統，促使政府部門、民間企業非營利組織與社群團體等更為多元的社會行動者共同分享彼此的資訊、資源，達成共同的目標、願景，將能建立一種跨部門合作的夥伴關係。因而，針對此組織面向的資訊整合問題，熊光華（2010）等人也認為建構綿密之資通訊網絡以整合平時業務體系與災時指揮體系為台灣災難防救體系思考策略面向之一，其進一步談到我國對於災變現場各類救災資源之整合、協調、指揮、佈署及調度，未有一共通模式化架構及標準化處理原則，致使災變現場指揮淪為多頭馬車及令出多門，影響救災成效。因而建議仿傚美英建立「災難管理系統」，藉以暢通資訊流通與分享的管道。
（三）協調面

    在政策執行的過程之中，協調平台的有無、溝通管道的暢通與否將會影響政策執行結果的好壞，且協力機制也是跨部門治理能否發揮最大化效益的重要元素之一。隨著第三部門的日益發達，來自公民社會的組織日益增加，如此由下而上的運作模式讓社會資源和能量更容易聚集，對社會環境的變化也能夠迅速反應。而近年來政府失靈的情況越來越明顯，讓第三部門的優點和重要性因而施展開來，因此，政策執行的「溝通協調」不再僅限於政府內部，更擴張到了各方行動者之間。而本研究所探討的災難管理機制之中，尤其重視協調途徑所扮演的角色，以下便從官方、民間組織以及整合觀點來探討。
1.公部門的問題
    政府目前所面臨的問題即是事務官對於的災害的處理態度不佳，常會有官僚本位主義的情況發生，部門與部門之間彼此壁壘分明，互不相通。此外，依法行政的色彩也太過明顯，囿於行政法令與規章，缺乏變通，導致災害發生時，外界有可能會對政府觀感不佳，甚至歸咎於政府單位，因此便有學者認為應該提高政府面對災害的視野。
我認為台灣的災害應變，是政務官的事，所以我們的防救災害應變要做得好，掌握在政務官的手上，不能站在事務官僚的角度，台灣長期以來事務官僚一切依照規定來，有些遇到事情還會推卸他的責任，這在莫拉克風災非常的明顯(D，2)

    針對上述問題，在中央，首先可以將領導者換成不管部會的政務委員，政務委員既不屬於任一部會，所居職位也有一定的視野，並且能夠在部會之間居中協調溝通，扮演協調平台與溝通管道的角色，進而引導組織設計，設置委員會、定期舉行會報、隨時追蹤現況，進而掌握其他部門的Know-how，促進跨部門協力的運作。而在地方，則可以成立幕僚協調的專責組織，專門負責各局處之間的協調溝通，處理權責分配不清等等的問題。
早期我們知道成立災防辦的時候，我們就建議由政務委員的原因是，因為政務委員依照中央組織法，明年開始實施的時候，政務委員是增加兩個的，七個到九個，那政務委員他本來就不管部，不管部就是溝通協調，所以他應該屬於跨部會的協調(B，88)

有時候你跨一個部門，你會不曉得他的know-how，所以我們辦公室主要操作兩個東西，一個叫做會報，一個是委員會，會報是院長主持，委員會是副院長，我們不但透過會議的方式，還有兩個方式，一個是協調，第二個就是你去追蹤他，大概是用這種方式去操作(A，15)

當各組之間，各局處之間有一些問題的時候，其實我們會透過秘書處，就是我們的秘書長來進行協調，其實我們也有個幕僚協調組，就是負責來協調各單位認為權責不平的問題。(B，26)

2.民間部門的問題
    談到跨部門治理觀點下之災難管理的協調機制，官方與民間單位是無法截然區分，單獨將某一方拉出來談的。因而此處將針對官方與民間組織如何促進協調作一闡述。促進溝通協調的功能是在確保跨部門治理的協力成果，此部分將是災難管理運作過程一項至為關鍵的課題。如受訪者曾言。
災難防救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組織、計畫，還有人，人跟人之間是最重要的，因為人要去協調，包括政府跟民間都是。(A，11)

    此外，Susskind 與Cruikshank (1987)即認為，在描述「促進協調」的三種形式之觀點中，干預與調解的技術已經日益增加，但相當程度上也形成利害相關人無法直接參與協力過程。此時可運用催化（facilitation）因子來確保共識建立過程本身的完整性。當利害相關人嘗試探究雙贏結果的可能性宣告失敗之時，調解的技巧能夠提升第三者在干預協調過程的實質性細節（substantive details）之地位。藉此也讓多元行動者能感覺到放心，認為溝通平台或公共協調是「真實存在的」。
所以台灣的災難防救在整備和應變上是個重點，而且這個重點在前面的協調平常可以透過一些會議啊會報啊去協調，事後的重建基本上就回到各部會，如果災害夠大，災難防救法也有一個機制說成立災難防救委員會，把空間時間都確定下來，把整個機制都建立起來那是重建委員會的機制，那我們平常在運作的時候，那一塊最重要的是從一開始的協調的會議平台一直到整備和應變是最核心的。(A，27)

    因此，不管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或者是運用協調平台的機制，本研究認為協調平台與面對面對話均指涉具備溝通、協調等效果，應該將此兩者予以整合，目的在於將「協調機制」徹底灌輸到協力過程面向之中。
3.跨部門治理的問題
    公民社會由下而上(bottom-up)的運作模式，有助於災難控制與救援，比起政府單位更能對變化迅速的環境做出反應，因為這些「反應單位」（responding units），是長期災難救助中，重要的社會資源（Dynes, Russell R., E.L. Quarantelli & Dennis Wenger, 1990）但是目前政府尚未與第三部門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也沒有良好的溝通橋樑，導致業務劃分不清，讓政府面對環境劇變或是災難時仍然措手不及。
我覺得中央，地方以及非政府組織之間的溝通還可以再更緊密，就是要做到更細緻才行，因為我們現在並沒有預期到很大型的災害，像莫拉克這種，像一些很細部的工作都無法劃分(B，64)

    此外，災難形式多樣，因應災難的方式也各有不同，無法事先擬定，容易因此而權責不清。
但是遇到的問題最多也是這兩個問題，因為你很難把一個單位的權責寫得很清楚，但這是理想，很難，因為我們災難防救不是說臨櫃作業，像銀行這樣，你來就填這個表格，填完就給襄理蓋章，然後就給你錢給你匯款，這個很難ＳＯＰ，災難防救的對象是人，施作的也是人，人和人之間就很多彈性與變化，災難防救就不會有同一個態樣，那我們有很多模擬情境是可以去設定的，但是那太多了，所以還是靠人的協調溝通強制去執行，(A，11)

    若要解決上述問題，有賴於促進政府與第三部門組織之間的接觸與互動，使人力資源流動而不僵化，培養多元能力並增加實戰經驗。雖然面對災害降臨並沒有一套可供因應的標準作業程序，但是仍然能夠透過演習建立一套協調整合機制，預先安排業務分配，好讓災害發生以後的應變、救援、重建等工作能夠在有秩序的指揮之下運作。 

有關我國救災政府單位與非政府組織的互動，像我們消防局平常也有一些義消，還有民間救難團體，會來協助消防工作，真的災臨的時候，我們也會邀請他們來協助市政府來處理整個災難防救工作，像台北市的紅十字會，他也有被納入應變中心協助的其中之一，像國軍的部分，像應變中心開會的話，有事情就會主動進駐，平常的話，後指部都會過來，有定期來我們這邊值班。(B，10)

主要就是例如跨部門的協調整合，要建立起一個協調機制。以演習來當例子好了，很多單位都會覺得演習就是消防要負責，但其實這演習各單位都要幫忙，因為可能各種災害都有各單位的專業，我不可能去思考各單位的專業，但現在大家的想法都覺得演習是由消防局主導，像演習除了救災之外，還會有其他的面向，像事後安置，組織協調怎麼做，大量傷病患怎麼做，志工管理，收容場所的規劃等等，都需要其他單位的評估規劃和配合。(B，80)

在應變這一塊最重要就是協調整合，從平常業務推動到當下都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不是有很多ＳＯＰ嗎？為什麼不照ＳＯＰ走？不是訂很多計畫嗎？為什麼不按照計畫走？基本上還是照計畫走，但是我們很難去……，因為像日本這種國家我們也很難把計畫寫得和災害情境一模一樣，所以災害是一定有很多狀況，第一個要靠協調，第二個要靠指揮，指揮就是強制因為當無法協調的時候，應變的時候以這兩個來操作是最常遇到的。(A，11)

伍、結論
    就如同Gray (1989)所指陳的，未來的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將會面臨日益增加的「動盪性」（turbulence）。基此，近年來，跨部門治理的思維崛起成為一種新治理的觀點，它最大優勢在於能促使了公部門之行動者，包含府際之間，地方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甚至是和私人的利害相關者，彼此之間能以共識為導向的條件下進行決策。本研究即將研究焦點放置於跨部門治理理論的運用上面，進行相關的歸納與分析，檢視台灣在災難管理運作過程中所涉及的跨部門治理協力過程，其真實的樣貌與萌發的問題，然而，本研究主要初步檢視台灣災難管理運作過程所產生之跨部門治理問題，至於問題建構下的對策研擬與應對，因整個研究仍在進行中，後續觀點與實務發展仍有待驗證與增補，因而此次文章並未多加以著墨，可視為本研究之研究限制。
    本研究經由實證資料的蒐集、分析，以及歸納，按照中央、地方與非政府組織的角色職能分析結果，認為將來在災難管理運作面向必須要特別注意中央與地方政府在災難防救任務上的職能劃分，以及災難管理專責單位的執行能力與業務內容。以中央與地方職能分析來說，因為考量災難防救組織的改革，將嚴重影響災難防救工作長遠發展（熊光華等人，2010），往往因中央與地方災難防救性質不同或是救災不同調，進而讓災情產生延宕。未來之災害發生幾乎都是整合性之災害，因此，在災難管理的角色職能思維上，中央主要是扮演整個災難管理的政策規劃、監督與考核及各項災難管理資源分配的角色，而各類災害主管部會及地方政府為災難防救業務的主要執行者。然而，各類災害主管部會（例如中央災難防救辦公室及災難防救署）及地方政府對於災難管理工作上，皆負有監督考核之權責，在事權分配，指揮協調上產生認知差異，行動不同步的問題。因此，不管是災害緊急應變階段，應建立「地方負責、中央支援」的模式，或是減災及復原重建過程所應建立「中央主導、地方配合」模式，未來中央與地方在災難管理任務該如何適度調整與互補，將是個重要課題。此外，以災難管理專責單位的執行能力與業務內容而言，未來國家將成立災難防救署，同時，也將中央災難防救辦公室之功能予以強化，使其不再僅負責規劃策略之幕僚單位，在災難防救辦公室具備決策與執行功能之下，應該更為扣緊此一視野，既然將成為台灣之最高災害危機管理中樞任務，則不僅需要配置專職人力，主要功能之一也是在肩負起跨部門之間協調聯繫之角色。
    整體而言，透過台灣災難管理運作過程的跨部門治理視野，即使中央與地方災難防救職能的劃分與實務運作上產生某些問題，中央與地方必須要建立良好的協力合作關係，而此一合作關係除了透過互動網絡與資源互賴外，必須具備跨部門治理的概念。學者Crosby 與 Bryson（2005）在談論到跨部門合作機制時所稱之「發起者」（sponsors）與「擁護者」（champions）概念可供中央與地方政府之角色職能扮演提供方向。發起者乃係指領導者個人本身擁有相當的名望（prestige）、權威（authority），並且可以取得的組織所需的資源（resources），即使他們本身並不密切參與日常的協力結構運作，此即災難管理中的中央政府角色。而「擁護者」則是心無旁鶩的保持協力過程的順利運作，以及運用特定的技巧或能力幫助協作結構完成其目標，為協力目標的主要執行者，此即災難管理中的地方政府角色。而在災難管理專責單位的執行能力與業務內容而言，應特別關注「防災業務主管權」與「救災應變指揮權」之間的折衝分工。兩者的也因為平時災害預防與減災工作，以及災臨應變指揮等情境而有所不同。
    現今的災難管理所衍生之問題，已絕非統一災難管理組織名稱或單一提昇應變救災能量就可以迎刃而解，除了藉由平時的防災訓練，中央單位授權，藉以讓地方單位建立治理能力外，更應透過彼此之互動聯繫，構築災難管理的網絡連結及資源分享，當發生災害時，更能迅速配置救災職能，設法將災害衝擊降到最低，讓一般民眾安身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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